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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既是人类智慧的产
物，又是可流通的实物。
它有一种神奇的“再生能
力”，只要落到合适的土壤
里，就能繁衍出一个全新
的文化生态

■“书籍之路”的形成，一
个关键前提是汉字作为通
用文字的基础，使东亚文
化交流达到了一定高度。
它的流动，并非偶然的个
人行为，而是上到国家策
略、下到民间交流都呈现
出有组织、有计划的特征

■在传统陆地中心的王朝视
野中，宁波是“边陲”；在
海洋文明的格局里，它却
是至关重要的“堡垒”与
“集市”。宁波不仅是文化
的输出港，也是文化的接
受港，我想用“吞吐”二
字来形容——它既有胸怀
输出文化，也有气度接纳
回流

■我们要系统性发掘宁波的
历史遗迹与文化记忆，将
其转化为展览、出版物和
学术成果，掌握对话世界
的坚实内容。同时，也要
将宁波打造为东亚文明研
究的国际平台，充分发挥
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贯
穿古今的重要枢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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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观 点

王勇：

宁波为海上“书籍之路”锚定坐标

在宁波发掘
与再现“书籍之路”C

今年是宁波当选“东亚文化之都”十
周年。凭借着深厚鲜活的文化基因、不可
替代的文化交流地位及独特的区域文化影
响力，宁波再次成为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
的目光聚集之地。

以“海丝古港·东方起点——东亚文
明互鉴与未来共创”为主题，宁波当选

“东亚文化之都”十周年系列活动之“文都
对话”近日在宁波举行。

站在东亚文明互鉴的视角，浙江大学
文学院求是特聘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副
院长王勇以一条飘着墨香、承载着思想的
海上“书籍之路”，进一步深化了宁波“书
藏古今，港通天下”的独特文化标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宁波
市文化与广电旅游局提供

A 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
记者：您在 20 多年前就提出

“书籍之路”的概念，并且受到了
学界的普遍关注。可否先请您简单
介绍一下“书籍之路”这一概念提
出的背景？您觉得提出这一概念的
必要性在哪里？

王勇：“书籍之路”的概念，
最初见于 1996 年出版的中日共同
研究项目成果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
系·典籍卷》。这一概念的提出，
源于我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理论的反
思。

传统西方学者的观点普遍认
为，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人”与

“物”两种媒介。然而在东亚语境
下，这两种方式都存在明显局限：

一方面，由于浩瀚海洋的阻
隔，古代东亚各国之间 （尤其是中
日） 的人员往来极为困难。明代以
前，真正有学问的中国儒学家几乎
未曾抵达日本。唐太宗在位期间，
曾对首次来唐的日本遣唐使表示

“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将
日本视为“绝域”。

另一方面，虽然“物”的交流
确实存在，但器物本身不会说话，
交流的深度是十分有限的。比如中
国的丝绸很早就传入了西方，但其
背后复杂的制造技术并没有一同传
递过去，甚至西方因为其自身“牧
羊”的文化背景，产生了流传数百
年的关于“羊毛树”的传说。

基于这样的反思，我提出以
“ 书 ” 作 为 文 化 交 流 的 第 三 种 路
径 —— 书 籍 既 是 人 类 智 慧 的 产

物，又是可流通的实物，具有双重
属性。

根据 《旧唐书》 记载，日本使
者会把唐朝赏赐的钱财，“尽市文
籍，泛海而还”。冒着生命危险来
到中国的遣唐使、遣明使，他们的
核心使命之一就是“求购书籍”。
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

再者，书籍有一种神奇的“再
生 能 力 ”， 只 要 落 到 合 适 的 土 壤
里，就能繁衍出一个全新的文化生
态。由此，“书籍之路”的提出，
不仅弥补了传统理论的不足，更凸
显了书籍在文明传播中的独特地位
与作用。

记者：您有一本名为《东亚坐
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的专著，梳
理古代东亚文化交流中书籍承载的
知识迁移现象。您觉得“书籍之
路”这一概念对于东亚文化交流的
研究和理解，具有怎样的独特价
值？

王勇：“书籍之路”的形成，
一个关键前提是汉字作为通用文字
的基础。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其 1877
年所著的 《古代社会》 中提出，文
字发明及应用、工业与艺术生产兴
起、国家形成、生产力发展等，是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性特征

（这一理论后来也被马克思、恩格
斯继承发展）。当朝鲜、日本、越
南等周边地区尚处于“只有语言没
有文字”的阶段时，汉字传入并被

采纳为其最早使用的文字，从而为整
个东亚文明奠定了共同的“底色”。

公元 5 世纪初，汉字 （以 《千字
文》《论语》 为代表的童蒙读物） 和
儒家经典，通过朝鲜半岛络绎传入日
本。日本流传着一句描写学堂的谚
语 ，“ 劝 学 院 里 麻 雀 叫 ， 听 来 全 是

《蒙求》 音”，足见中国典籍文化浸润
之深。

正是凭借汉字这一共享符号，书
籍在东亚的传播无需经过翻译，就能
直接被日本、朝鲜等国知识阶层阅读
和理解，使东亚文化交流达到了一定
高度。

再者，“书籍之路”的研究展现
了东亚文化交流的系统性与双向流动
性。它并非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上
到国家策略、下到民间交流都呈现出
有组织、有计划的特征。

我们的研究发现，日本方面也并
非随意购书。在遣唐使出发前，日本
佛教最高机构会向全国寺院统计所需
书目，然后整理成书单交给遣唐使按
图索骥。这种系统性的引进和抄写保
存，也让不少中国本土散佚的典籍在
日本得以留存，而后又回传中国，实
现了典籍环流。

还有一点颇具启示意义的是，从
“书籍之路”更能看见文化的韧性。
即便是在官方关系断绝、贸易时冷时
热的时期，通过书籍进行的文化交流
也很难中断，如同“打断骨头连着
筋”。所以“书籍之路”这一概念，
为东亚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
察视角。

“书籍之路”上的宁波B
记者：宁波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起点，作为历史文化名
城，其藏书文化源远流长。您觉
得，在“书籍之路”与“海上丝绸
之路”的交织中，宁波发挥着怎样
的作用？

王勇：在传统陆地中心的王朝
视野中，宁波是“边陲”，但在海
洋文明的格局里，它却是至关重要
的“堡垒”与“集市”。

首先，宁波是官方的“门户”
与物流的“枢纽”。从唐宋开始，
宁波港就是官方指定的对日贸易主
港，承担着重要的政治与外交职
能。作为国际贸易网的关键节点，
大量的货物在此集散，其中也包括
书籍。日本现存最早的官方藏书目
录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里记载的
一千五百多种、上万卷汉籍，相当
一部分是通过宁波始发的航线流入
日本的，这使得宁波汇聚并输出了
大量典籍、艺术与思想。

到了明清时期，宁波承担的角
色就更丰富了。它不仅是一个港
口，更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超
市”。日本的使节和商人会专门来
这里采购书籍。比如日本使者策彦
周良在他的日记 《初渡集》 里，详
细记录了自己在宁波委托书商购买

《文献通考》《东坡志林》 等书籍的
过 程 ， 还 会 “ 看 着 书 的 好 坏 定
价”，非常专业。

其次，宁波拥有深厚的文化腹
地，人文荟萃。这里是王阳明、朱
舜水、黄宗羲等思想巨擘的故乡，
他们的学说深深影响了整个东亚世
界；各国前来求法的僧人多在宁波
登陆，并前往天台山、天童寺等地
朝圣。

不仅如此，宁波是物产丰饶、

经济发达的富庶之地。经济的繁
荣，为持续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支撑了本地的文化发
展 （如刻书、藏书）。以天一阁为
代表，爱书、藏书、读书，在宁波
民间已蔚然成风，这就为书籍的收
集和输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
所以，宁波不仅仅是书籍的“中转
站”，它本身就是书籍的原产地和
集散中心。

2009 年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
举办的特别展，其标题是“圣地宁
波 ”， 标 题 下 的 说 明 很 震 撼 ——

“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里”。书法、
绘画、饮食、中药文化数不胜数，
而所有这些文化影响的根基，我认
为在于书籍的传递。

记者：在“书籍之路”这一概
念中，典籍环流是一个很关键的观
点。前一段时间，天一阁藏书楼与
日本金泽文库通过网络进行了“云
端”对话，也探讨了中国典籍的东
传与回流。你觉得宁波对于“书籍
之路”的深入研究，有着怎样特别
的意义？

王勇：宁波不仅是文化的输出
港，也是文化的接受港，我想用

“吞吐”二字来形容——它既有胸
怀输出文化，也有气度接纳回流。

一方面，中国的典籍源源不断
东传，催生了日本独特的“和刻
本”文化，就是在日本重新翻刻的
中国书籍，它们很快从上层贵族走
向普通知识分子，加快了文化普
及。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一些典籍
因战乱在国内失传后，又能从日本
找回来，我们称之为“回流”。比
如宋代刻本 《六臣注文选》，就是

由日本僧人从宁波带回去，又被我们
的学者重新发现和重视的；再比如，
宁波高僧知礼向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
禅师求取已在中国失传的 《仁王护国
般若经疏》，历经多次艰难往返，这
部珍贵典籍最终才从日本回到中国。

所以，这条海上“书籍之路”，
就像一个文明的循环系统，让知识和
思想在东亚生生不息。而宁波，便是
东亚文明环流不息的关键地带。

记者：今年是宁波当选“东亚
文化之都”十周年，此次您来参与

“文都对话”的研讨会，也丰富了
东亚文化交流互鉴的视角。您觉
得，作为“东亚文化之都”，宁波
该如何利用“书籍之路”的历史背
景来促进现代文化交流、增进国际
理解？

王勇：我认为关键在于“发
掘”与“再现”。

首先，必须系统性发掘宁波的
历史遗迹与文化记忆。日本学者已
明确指出“所有的一切都来自这里

（宁波） ”，但我们自己对这段历史
的挖掘还不够。例如，传至日本的
陶瓷、书画、典籍，其具体传播路
径、模仿样式与文化影响，这些都
是亟待整理的宝贵资源。只有将这
些历史系统性地挖掘出来，转化为
展览、出版物和学术成果，我们才
能拥有对话世界的坚实内容。

其次，要着力再现“书籍之
路”的“双向环流”精神。历史上
的宁波不仅是输出端，也是接收
端，文化在双向奔赴中才更具生命
力。今天，我们可以主动与日韩等
国建立合作研究机制，共同梳理散
佚在海外的典籍与文物，将宁波打
造为东亚文明研究的国际平台，充
分发挥宁波在东亚文化交流中贯穿
古今的重要枢纽作用。

日本画僧雪舟到访宁波后，曾
留下一句充满禅意与智慧的名言：

“大唐无我师，大唐有我师。”这句话
看似矛盾，实则深刻。前半句“大
唐无我师”是从具体的绘画技法上
来说的，而后半句“大唐有我师”
则揭示了他真正的领悟：当他身临
宁波，沉浸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
境中时，发现这里的一草一木、整个
文化土壤，无一不是他的老师。

希望今天，作为“东亚文化之
都”的宁波，依旧能让来自世界各
地的国际友人，在宁波的街头巷
尾、山水之间，亲身感知和体验文
明的精髓。

记者 张芯蕊

日本东京大学农学部的朱舜水纪念碑。

宁波当选“东亚文化之都”十周年系列活动之“文都对话”。

宁波天一阁。

王勇。（孙宇卓 摄）


